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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下崗，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名詞。當“鐵飯碗”開始裂縫的時候，

中國人便使用“待業”這個詞來表示在職人員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一社會

現象。也許由於“待業”這個詞不能較確切地表達中國的實際情況，比如，

到了法定成人年齡後而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也叫待業，所以針對在職人員離開

了自己崗位的現象，人們又用了“下崗”這個詞來表示。其實，待業也好，

下崗也罷，在中國都指的是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失去了原有的工作，與國外“失

業”的概念沒有多大區別。只不過中國人幾十年對“失業 ”這個詞諱莫如

深。直到 90 年代以來企業改革日益深化，人們才開始正視：完全消滅失業現

象，必然以企業內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爲代價。因而，在幾十年的“大鍋

飯”和“鐵飯碗”經濟體制改革之後，國有企業的改革終於邁出了讓職工下

崗、失業這一步，以求效率的提高和效益的增加。集體企業和一些事業單位

也存在同樣的情況，下崗、失業在中國已經不是讓人難以設想的事了。下崗

人員也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特殊群體。職業教育也因應社會問題而作出調

節和革新。 

     

下崗與職業流動 

據調查和不完全統計，中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有 2200 多萬以上的富

餘職工，已經下崗的職工有 1100 多萬以上。上海、瀋陽、福州、鄭州、成都

幾個城市的下崗職工占職工總數比例分別爲 14%、23%、27.5%、14.8%、

20-30%(李連仲，1998)。有些統計和估算更高，認爲全國富裕職工高達 6000

萬人(陳紅愛，1997)。總體分析一下下崗現象，我們發現有以下“六多”的

特點。 

 

（一）中青年下崗職工多。24 歲及以下的占 67.3%，45 歲及以上占 7.7%。從

勞動年齡的定義講，有 90%以上的下崗職工爲中青年。 

（二）的低文化素質職工下崗多。52%的下崗職工爲初中或以下文化程度。 

（三）缺少技術專長職工下崗多。從下崗中國的工種看，絕大部分爲普通技

工或雜工，約占 90%。 

（四）女性職工下崗多。女性就業僅爲總就業人口的 40%，而下崗中女性高

達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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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産業下崗多。在下崗職工中第二産業爲最多，高達 70.3%，在第

二産業中，工業企業下崗職工占到 91.5%，其中尤以製造眼業居多。 

 （六）有企業職工下崗多。占下崗職工總數的 63.6%(樊保力、程春，1998)。 

 

   對於上述特點，筆者認爲從教育和職工素質及生産變革方面看至少可以說

明兩個問題： 

    其一，文化低、技術水平低、工作經驗不豐富、適應能力較差者易於被

抛棄於現代工業化生産過程之外；這批人多數爲“文革”期間的學習下鄉

“知識青年”，青少年時期沒有受到良好的文化和技術教育。 

    其二，多年來國有工業企業技術老化、設備陳舊、管理落後，在市場競

爭中缺乏優勢，其破産、減産或突如其來的資産重組、轉産等情況使大量文

化低、無技術及適應能力較差的職工易於淘汰和下崗。 

 

再就業與培訓 

 中國出現的大量下崗現象，雖然是經濟體制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所形成的

必然結果，但如此龐大的下崗職工群體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又不可避

免地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和壓力。國家對此也作出了許多解決措施，制定了不少

鼓勵企事業單位聘用下崗職工的政策，不斷推出形式多樣的“再就業工程”。

這些方法在短期內及一定程度上解決現有下崗職工的“吃飯”問題是切實可

行的，但是這樣的“再就業工程”只能是應急措施。如何使中國的人口負擔變

爲人才資源，從根本上保證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需要抓好教育這項最基礎的

工程。據國家勞動部門的預測，“九五”期間全國將新成長 7200 萬勞動力，

城鎮爲 5400 萬左右，同期僅能安排 3800 萬人就業。到“九五”末期，城鎮失

業率將達到 7.4%(樊保力、程春，1996)。這個數位在發達國家也令人瞠目，因

爲宏觀經濟學把 3%定爲“失業警戒線”。未來幾年內，農村新增加勞動力總

量將達 2.14 億，按土地容納能力和“八五”的轉移速度預測，未來幾年只能消

化和轉移剩餘勞動力 7700 萬人，尚有 1.37 億需要轉移(經濟日報，4 月 10 日)。

這些資料充分表明，中國在勞動力問題上未來的壓力更大，僅僅依靠資金投入

增加企業生産擴大就業容量是不夠的，無論多麽完美的“再就業工程”也不能

解決更長遠的、現今無法預測的“下崗”問題。所以，遠而慮之，面對現代化

工業生産和現代企業制度的今天和明天，唯有教育的改革，以新型的教育培養

未來的中國職工，讓他們較早具備換崗、職業流動所應該具備的文化、科學、

技術知識和能力，才是一切“再就業工程”最好的基礎。 

                            

職業流動特質 

 職業，是指具備一定生活素質和技術能力的人們爲了謀生和發展而從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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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穩定、有收入的、專門類別的生活勞動，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

物。在原始社會初期並無職業可言，雖然在氏族成員中有自然分工，比如男子

外出作戰、狩獵、捕魚，女子在家管理撫養子女、製作食物與衣著等，但還沒

有形成專門的職業。隨著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我們的祖先進入了畜牧兼農耕的

階段，社會分工開始逐漸形成。《禮記·禮運篇》中記載的“選賢與能”、“男

有分，女有歸”就朦朧地反映了氏族首領與一般氏族成員的社會職責，“分”

指原始的職業，“歸”指有了可靠的生活。隨後，由於生産力的進一步發展，

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出現了專門經營交換的商業；私有制的産生，階級

的出現，又導致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工和對立。至此，人類社會“出現

了從單純體力勞動的群衆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管理國家以及從事藝術和科

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詳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樣，人類

社會産生了各種各樣的職業。 

    職業自産生以後，就隨著社會生産力的進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而處在

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主要表現在職業分工由簡單到精細，職業內容不斷棄舊更

新，職業結構不斷調整，新型職業不斷産生，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不斷提高。

尤其是二戰以後，這些變化在世界各國表現得更爲明顯和深刻。反映在個人的

職業生活上便是職業流動越來越廣泛和頻繁。 

 

市場經濟及其它因素的衝擊 

    職業流動，是指由職業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引起的職業轉換，是勞動者

放棄原有職業崗位而獲取另一種職業崗位的勞動角色的變換過程。社會學家

Heinz(1999)認爲，科學技術和生産力發展越快，勞動者職業崗位的轉換速度也

就越快。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足以說明這一點。瑞典職員的年流動率爲

5%-10%，工人流動率爲 20%-25%；在美國，大多數人一生中一般有 8-10 次的

職業流動；在匈牙利，1964 年至 1969 年期間，國營企業職工的流動率爲 41%，

1973 年，職業流動的人達 20%，1986 年爲 23%(家月郎，1993)。在中國的過去

幾十年裏，由於計劃經濟體制和勞動人事制度等因素，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以

及行政事業單位的職工都基本上從事著較穩定的職業，很少流動。但是，改革

開放以來隨著商品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各種資源（包括人

力資源）必須按市場運行的要求重新配置和組合以使勞動生産率不斷增長，國

營企業等都不同程度的出現富餘人員，因而，待業—下崗—再就業的形勢在全

國風雲般展開。其實，待業——下崗——再就業的過程也就是職業流動的過程。 

    現代社會出現如此高頻度的職業流動現象各國都有著相似的必然的社會

原因： 

    其一，科學進步和勞動生産率的提高，使各産業部門的職種數以及每一

職種數的職位數都越來越少，這就使剩餘出來的勞動者不得不謀求其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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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而出現了職業轉換而引起的流動。 

    其二，隨著生産力發展水平導致新職業不斷産生、舊職業不斷消失。從

舊職業崗位上游離出來的勞動者必然流向新職業崗位。 

    其三，社會産業結構的調整和新興産業部門的出現，使舊的産業部門和

職業崗位不斷淘汰，而新的産業部門和職業崗位又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資源。  

    其四，勞動者爲追求和實現更高職業特權也促進了職業流動。一般說來，

勞動者總希望在報酬高、工作條件好、勞動強度低、福利待遇高的職業領域

裏工作，這也在一定程度使職業流動人數增加、頻度增強。 

    其五，就中國大陸國而言，過去的職業選擇帶有終端性，其流動性很小；

現在，市場經濟體制爲勞動者的職業選擇和職業流動創造了條件；勞動人事

制度改革，“合同制”、“聘任制”的實施，也迫使勞動者必須考慮職業流

動問題。 

    最後，由於勞動者的職業選擇不免帶有一定盲目性、不確定性和不完善

性，也容易導致日後的職業流動。 

    上述表明，職業流動已是大勢所趨的事實，在中國，下崗——再就業也

是人們經濟生活中的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所以，下崗是我國現階段出現的

特殊現象，職業流動才是現代社會發展所必然産生的結果。固然，政府採取

暫時的、應急的“再就業工程”很有必要，但是，從趨勢來看，除了社會綜

合改革，更重要的是要進行職業教育改革，職業教育改革的根本應該是整個

教育課程的改革。 

 

職業教育的發展 

   “文革”以後，中國大陸中等教育結構作出了很大調整，各種職業學校應

運而生。但是，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卻存在一個嚴重不足，即是只看重了單

一技術教育對生産發展的作用，而沒有看到綜合技術教育在現代生産和未來

生産中的特殊功能。這種培養方式的弊端在一些大型企業錄用技術工人方面

已經有所表現。中德合資的大衆汽車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員（特別是德方人員）

就曾表示，相比較而言，對目前的職高畢業生和經過短期培訓的高中畢業生，

他們更願錄用後者。原因是後者的文化素質相對高些，儘管可能後者的操作

能力不如前者。但這種差異在上崗後很快就消失了，特別有趣的是往往後者

反居其上。他們認爲，該公司作爲一個開放的現代化大型國際企業，生産技

術的轉換頻率相當高，相應地要不斷調整、完善員工的技術結構。就是說，

他 們 更 看 重 員 工 基 本 素 質 高 低 而 不 過 分 要 求 某 一 項 技 術 水 平 (李 海 豐 ，

1993)。可見，單一職業訓練已經表現出“後天不足”。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

這種情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對許多國家的教育與社

會發展需要問題作過調查，《學會生存》(1989)指出，那種單一的職業訓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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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現代化生産，職業教育應該是“爲人們投入工作和實際生活作準備的教

育，其目的應該較多地注意到把青年人培養成能夠適應多種多樣的職務，不

斷地發展他的能力，使他跟得上不斷改進的生産方法和工作條件，而較少地

注意到訓練他專門從事某一項手藝或某一種專業實踐。這種教育應該幫助青

年人在謀求職業時有最適度的流動性，便於他從一個職業轉換到另一種職業

或從一個職業的一部分轉換到另一部分。”並且建議：“學校必須爲學習者

掌握各種技術奠定牢固的知識基礎。” 

 

綜合技術教育的理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筆者認爲，鑒於我國目前大量下崗職工現象，以

及職業教育明顯存在的不足，我們必須改革單一的職業培訓，在整個連續的

教育過程中開設“綜合技術教育”課程，職業教育課程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 

    “綜合技術教育”雖是馬克思在 19 世紀考察機器大工業生産時提出的

一種教育思想，其基本精神對我們現在仍有指導意義。它包括兩方面內容：

一是要讓青少年學習“生産各個過程的基本原理”，二是讓他們掌握“運用

各種生産的最簡單的工具的技能”。大工業的發展使生産部門越分越細，然

而生産的技術基礎則越來越綜合統一。因而，任何生産過程的“基本原理”

都具有共同性。大工業的這一特點不僅需要所有勞動者學習共同的“基本原

理”，而且勞動者若能全面瞭解、學習各個生産過程中的共同基本原理，就

爲他們在各個生産過程中的流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提供了全面流動的可能

性。綜合技術教育的第二方面內容是讓青少年獲得運用各種生産的“最簡單

的工具的技能”。在傳統機器體系中，工具機是最基本的生産工具，不管其

具體形態如何，它都是各個生産過程體系中不可缺少的最基本部分。所以，

在馬克思時代，獲得運用工具機的技能，便是綜合技術教育的第二方面內容。 

 

現代化的職業培訓課程 

    各個生産過程的“基本原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當前，

現代化生産過程已不限於機械論學等運用，而且更增添了生物工程、微電子

技術以及控制論指息論系統論等現代科學的運用。“最簡單的工具的技能”

也同樣在不斷變化，當前現代化生産的最簡單的工具已不是一般的機器。機

器人的出現，電子電腦的發明，都使生産工具發生了新的革命。在很多現代

化程度高的生産企業，電子電腦已代替了人腦和手直接對機器體系的控制。

而且電子電腦已逐漸成爲各個生産過程所共同運用的簡單生産工具之一。所

以，獲得運用電子電腦的技能，也就成爲綜合技術教育的基本內容。 

我們可以把現代教育的課程分爲這樣幾個相關連續的部分(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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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課程                一 一般文化知識 

 

 

科學教育課程                一 一般科學基礎知識 

                      

 

綜合技術教育課程                各個生産過程基本理論、基本生産工具技能 

                             

 

職業培訓教育課程               直接進入某一生産過程的培訓教育  

 

圖一：現代教育的課程組合 

 

 

結語 

 

在全球知識經濟和資訊科技的衝擊下，中國大陸職業教育進入了新的發

展階段。以上幾種教育課程缺乏任何一個環節都將成爲不完整的現代教育。

綜合技術教育課程在其中起著承前啓後的作用，它將科學知識轉化爲基本生

産技術知識和技能，然後通過職業培訓使進入生産過程的人員迅速地直接從

事生産，並能面臨現代生産所帶來的職能更動和職業流動而不至於束手無

策。鑒於這種理解和前述認識，筆者認爲，中國職業教育改革的方向不是強

化單一職業教育課程訓練，將專業分得過細過窄，而應該在職業培訓之前增

加綜合技術教育課程。只有這樣，連續而完整的現代教育才能不致因失去綜

合技術教育這一環而影響對未來從業人員的培養，避免由於專業太窄而使未

來從業人員適應不了現代經濟社會職業流動的普遍趨勢。也只有這樣的改

革，才能使當今教育適應現代經濟發展，主動爲經濟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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